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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农民问题铱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

———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王毅杰,茆农非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摇 要: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 2014 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冶数据,
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 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

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

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

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
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 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

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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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从赖以生存的土

地中脱离进入城市,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

民工数量已达到 27395 万人。 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市民与农民工虽然同属城市环

境,但彼此在生活境遇、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文化观念上的不

同而带来的歧视与排斥,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进而在两类群体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体之间融合程度及隔离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也体现出了农民工所居城

市的包容程度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 [1] 。 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共

同追求,同时也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 当前,中国社会正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冶的方

向发展,社会结构和政策环境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还是宽

松,也更加人性化,与此同时,伴随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和相关工作的替代、补充,市民的日常生活

也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农民工。 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关系会有哪些变化,他们

的社会距离情况又如何? 本文将以南京市为例,并对该问题进行回答,这对于推动农民工的城

市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学界使用的“社会距离冶概念最早是由加布里尔·塔德研究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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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后来很多社会学家也对此进行了探讨。 齐美尔进一步区分了社会距离的类别,他认为

社会距离既有客观的文化、教育、收入距离,也有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距离,还有群体之

别 [2] 。 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借鉴了齐美尔的思想,他认为社会距离是衡量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

程度,个人与集团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就越小 [3] 。 受帕克的影响,博格达斯

进一步设计了一套用以表示个人对其他民族、种族与宗教群体态度的社会距离量表———即博格

达斯量表 [4] 。 此量表被广泛运用,但是 Lee 等人认为,博格达斯量表反映的是大族群对小族群

的距离感受,不能用来解释社会距离的本质。 因此,他们从小族群的感受角度出发,要求受访者

评价其他群体在这些交往项目上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一套反转社会距离量

表,以期更客观地反映小族群对大族群所建构的社会距离的感受 [5] 。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农民工群体特点,修正了社会距离量表并以此来分析城市居民

和农民工这两类异质性群体如何相处共融问题。 郭星华和储卉娟从主观意义上(向往程度,排
斥预期和整体感觉)测量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认为身份认同变化、市民的刻板印象以及

传统网络的存在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 [6] 。 卢国显从行为距离和主观距离的角

度研究了市民和农民工群体间关系,发现农民工的行为距离和主观距离均很大,认为制度供给

不足或制度的非均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7-8] 。 张海辉综合运用了博格达斯和反转距离量表,
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空间和社会网络等维度分析了苏州市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社会距离

的不对称性产生的原因 [5] 。 王毅杰、王开庆运用同样的测量方法分析了南京市民和流动农民的

社会距离,发现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大于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与社会网络的作用显著 [9] 。
随后学者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如王桂新和武俊奎认为社会资本对缩小本地

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距离具有重要的作用,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间的偏

见,同群效应对于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具有双向作用 [10] 。 胡荣和王晓也以社会资本的视角考

察了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并认为网络密度、网络多元性和信任具有显著影

响 [11] 。 另外,有学者发现社会交往或群际交往对于改善市民和农民工的关系具有重要作

用 [12-14] 。 也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社区参与程度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 [15] 。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诸多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交往等维度探讨了社

会距离的影响因素。 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是社会距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16] ,而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等变量的解释逻辑暗含了群际接触对改善社会距离的作用。 然而,国内学

者大多从单向的视角(或是以市民的视角,或是以农民工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距离,而融合始终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仅关注某一类群体,难以对社会融合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17] 。 因此,本
文将重点从社会经济地位和群际接触两个维度分别探究农民工对市民、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

离,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距离

社会经济地位是衡量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核心变量,也是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以

及声望水平的综合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 西方社会学家非

常重视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距离的影响。 帕克曾指出,社会地位决定社会距离,人们所遇到的

每一个人都要根据他在已经建立的事物的秩序中确定的地位予以分类和评价 [18] 。 韦伯认为,
地位代表着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典型的生活命运,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人有自己的独特的生活

方式。 地位团体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他们与其他地位团体进行社会交往时有一定的排斥性和限

制性 [16] 。 布劳指出,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如权力、声望、财富、收入、教育等社会资源方面,拥有

社会资源多的处于社会上层,反之则处于下层,上下层之间便形成了地位距离,地位距离对社会

交往和社会距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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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变量。 需要注意

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之间都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其中的每个指标都可以从不同角度

反映出人们在社会阶级 /阶层结构中的位置 [20] 。 具体而言,它包括客观与主观两方面。 其中,
客观地位通常是用收入或教育来测量,在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教育的作用体现在,随着受教育

年限的增加,人们的视野会扩大,对待异质性群体也会秉持一种温和包容的心态。 主观阶层地

位是个人根据自身经济状况所作出的主观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

标。 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1:社会经济地位对两类群体的社会距离有显著影响。
由此派生出下列次级假设

假设 1 . 1:市民受教育年限越长,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 1 . 2: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 1 . 3:对市民而言,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感越小。
假设 1 . 4:对农民工而言,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小。
(二)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

群际接触理论是由西方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关注不同群体之间

的接触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 [21] 。 在社会心理学的视域下,群际之间的隔离与冲突主要受认识

上的刻板印象、态度上的偏见以及行为上的歧视三个结构层面的因素影响,这种冲突的原因源

于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信息闭塞,而群际接触则为增进群体间相互了解或澄清对外群体的错误

信息提供了机会 [22] 。 群际接触理论对我们认识当下农民工和市民群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

导意义。 已有学者均一致认为,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彼此交流接触的频率

与机会就会增多,相互之间也会更了解,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将会缩小 [23] 。 本文认为,这种接

触不仅包含接触环境,也包含接触内容、经历和体验。
首先,不同的群际接触环境能够带来群际接触的不同效果。 作为群际接触的空间和平台,

居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和市民接触的可能性和频繁性。 因二元体制市民与农民

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如果两类群体临近居住,那么彼此间接触的机会也

会增加,对于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能在一定程度加深对彼此的

理解,化解隔阂和误会。 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2:在市民和农民工的居住地周围,如果另一群体越多,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 2 . 1:居住地周围外来人多,市民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感小。
假设 2 . 2:居住地周围本地人多,农民工感受到的社会距离小。
其次,群际接触的活动类型也给两群体之间的关系带来影响。 社区是市民和进城农民工重

要的交往场所之一,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载体。 农民工参与社区举办的一些娱乐、志愿

者、选举等活动,不仅能增加城市认同感,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城市社会所接纳,
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15] 。 对市民而言,参与社区活动,表明其对公共事务的投入程度高,
对外界事物的关注度高,且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与农民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及彼此之间的合

作。 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3:社区参与对于改善市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 3 . 1:市民的社区参与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 3 . 2: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度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
除了接触环境与接触内容,群际接触的对方(他群)经历与体验也是不可忽视的。 对市民而

言,非农户籍身份并非全都是出生就是,有些是后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购房、升学、参军等)获

得,而对于后者,他们以前是农业户口,这种先前身份特征意味着,他们或许有过和农民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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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触的经历,或许有过农村生活的体验。 这些涉农的经历和体验将有助于理解和接纳农民工

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 同样,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化(或市民化)的生活经历和

体验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相比新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与市民接触

的机会必然也会增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有越

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一起进入城市,有的甚至就出生于城市,虽仍然保留着农村的户

籍,但是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本地市民俨然已没有太大差别,这种生活经历

与体验自然也会使得他们对城市产生一种归属感。 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4: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工,如果拥有对方(他群)的经历和体验越多,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 4 . 1:相比出生就是非农户口的市民,后来转入非农户口的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感小。
假设 4 . 2:相比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老一代和新一代随迁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更小。

二、变量设置及数据来源

(一)变量设置

1 . 因变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学者都只强调了对一般社会距离的分析,即用各题项累加或者因子

分析得出社会距离,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内在题项的差异,尤其是敏感性、距离感强的题项。 为

此,我们将一般社会距离和通婚题项作为因变量,尝试检验在对“社会距离冶的不同度量下,社
会经济地位和群际接触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

第一个因变量是一般社会距离。 参照博格达斯和反转距离量表,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间的

社会距离,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分别采用问卷中“您愿意与外地来工作的农村人 /您觉

得城里人愿意与您一起做下列事吗? (与您一起聊天;与您一起工作;与您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与您做朋友;与您做邻居;与您一起参与社区管理;与您孩子在一个班上学;与您家通婚、做
亲戚冶进行测量) ,选项赋值为“非常愿意冶 = 1、“愿意冶 = 2、“不愿意冶 = 3、“非常不愿意冶 = 4,将
所有题项所得分数相加即得社会距离的总数,数值越大,感知的社会距离就越大。 对市民社会

距离量表的可信度检验发现,这 8 道题的 Cronbach爷 s Alpha 信度系数为 0 . 952,农民工的为

0 . 928,表明量表都具有较好信度。
第二个因变量是通婚意愿。 之所以使用通婚这一题项进行深入分析,是因为它在一般社会

距离中的梯度性和私密性特点。 换句话来说,随着环境的变化,市民与农民工间一般社会距离

的许多子题项已经淡化,通婚意愿成为重要栏杆,如果跨越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完全消解了。
因此,在当下,聚焦“通婚冶题项具有时代意义。 而且,我们通过对社会距离各题项的描述性分

析发现(见图 1) ,相比其他题项,通婚、做亲戚确实是目前距离感最大的题项。 我们对通婚这一

因变量回答项的具体操作是:将“非常愿意冶和“愿意冶合并为“愿意冶 ,赋值为 0,将“不愿意冶和

“非常不愿意冶合并为“不愿意冶 ,赋值为 1,这样通婚就成为了二分类变量。
2 . 核心自变量

为了探究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本文分别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维度进行探讨。 社会

经济地位维度通过受教育年限和主观阶层地位测量。 其中,受教育年限,“小学及以下冶赋值为

6、“初中冶赋值为 9、“中专或技校冶为 10、“普通高中冶赋值为 12、“大专冶赋值为 15、“本科及以

上冶赋值为 16。 主观阶层地位,采用问卷中“如果将人的社会地位分为 10 层,1 代表最底层,10
代表最顶层。 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处于第 层冶的题项进行测量。

群际接触维度。 包括群际接触的空间(居住)环境、活动内容和他群经历与体验。 对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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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采用“这个房子周围:(1)几乎都是外地人;(2)外地人较多;(3)一样多;(4 )本地人较

多;(5)几乎都是本地人冶 。 我们将(1 ) 、(2 )合并为“外地人多冶 ,(4 ) 、(5 )合并为“本地人较

多冶 ,这样居住环境变量就分为了“外地人多冶 ,“一样多冶和“本地人多冶三类。 对于社区参与,
采用“最近三年来,您参加过下列事情吗? 如果没有,您今后愿意参加吗?冶选项为“ (1)工作地

的社区娱乐活动;(2)工作地的慈善捐赠;(3)工作地的志愿者活动;(4)工作地的选举工作冶 ,
按照每项填答的意愿高低,分别赋值为 3,2,1 分,累加即是社区参与的得分。 对于群体接触的

他群经历与体验,对市民而言,采用问卷中“如果是非农户口,那么您获得非农户口的途径是什

么? (1)出生就是;(2)升学 /参军等;(3)购房;(4)征地(包括村改居) ;(5)其他冶的题项测量,
我们将出生就是赋值为 1,将其他后来获得的赋值为 0;对农民工而言,我们按照 80 年前后出生

划分为新老一代,再根据是否有随迁经历,最终将其划分为老一代,新一代随迁和新一代非随迁

三类群体。淤

除了以上核心变量,本文还纳入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身份变

量的划分是根据年龄和是否随迁两个变量进行划分,考虑统计上的误差,因此,本文未将年龄变

量纳入到农民工模型当中,具体的变量描述见表 1。
表 1摇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摇 摇 变量 市民 农民工

分类变量

性别 男:48 . 7% 摇 女:51 . 3% 男:63 . 7% 摇 女:36 . 3%

年龄 80 前:56 . 6% 摇 80 后:43 . 3% ———

市民身份 出生就是:70 . 3% 摇 后来转入:29 . 7% ———

农民工身份

摇 老一代 ——— 18. 8%

摇 新一代随迁 ——— 41. 5%

摇 新一代非随迁 39 . 7%

居住环境

摇 外地人多 16 . 0% 59 . 9%

摇 一样多 10 . 1% 12 . 2%

摇 本地人多 73 . 9% 27 . 9%

通婚意愿 愿意:69 . 9% 摇 不愿意:30 . 1% 愿意:61 . 9% 摇 不愿意:38 . 1%

连续变量

受教育年限 14 . 01(2 . 56) 9 . 99(2 . 73)

主观阶层地位 4 . 48(1 . 86) 3 . 80(1 . 75)

社区参与 7 . 90(2 . 19) 7 . 12(2 . 04)

社会距离 11 . 29(3 . 15) 15 . 94(4 . 21)

摇 摇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 2014 年上半年“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研究冶课题组在南京进行的“城乡

居民社会状况调查冶 。 调查对象包括 15 ~ 55 岁南京城市居民、在南京工作的农民工。 对于城市

居民,我们以南京小区均价为标准,进行多阶段抽样。 首先,将南京主城区的三个区的所有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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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上述两种标准划分,农民工群体应当有四类,即老一代随迁,老一代非随迁,新一代随迁,新一代

非随迁。 有随迁经历是近年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结果,这类群体集中在 1980 年之后,在我们的调查中,1980 年之前的老一代

随迁农民工几乎没有,老一代随迁和老一代非随迁合并为老一代农民工。



按照均价排序,根据等距抽样原则,从每个区的小区抽样框中抽出 9 个小区,共得到 27 个小区。
其次,从每个小区的总户数中依据随机数表抽取样本,具体到户内抽样则以该户内出生时间最

靠近 1 月 1 日的成员为被调查者。 对农民工的调查,采用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配额的抽

样方法。 最终我们获得城市居民有效样本 376 份,农民工 443 份,剔除关键变量中的缺失值。
最后,纳入分析的样本城市居民是 368 份,农民工 442 份。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描述统计,目的是为了描述市民和农民工总体

社会距离及各题项距离情况;另一部分是使用统计模型对影响市民、农民工社会距离与通婚意

愿的因素进行检验和分析。

三、描述分析与模型解释

(一)描述分析

农民工进城近 40 年了,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群体自身和社会交往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时至今日,市民对农民工和农民工自身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总体状况又将呈现何种特点呢? 从表

1 的均值统计情况来看,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为 11 . 29(取值范围 6 ~ 24) ,标准差为 3 . 15,农民

工感知社会距离为 15 . 94(取值范围 8 ~ 32) ,标准差 4 . 21。 由此可见,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

群体感知的社会距离更大。 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市民,主要是基于心理的语言表

达,而这除了自身的真实想法以外更有社会舆论的引导,是二者调和的产物,而对于农民工,社
会距离感知更多是自身经历或周围他人经历的反映。

图 1摇 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具体分布

那么,一般社会距离在各题项上的详细情况怎样呢? 图 1 直观显示了两类群体社会距离的

具体分布。 从各题项均值来看,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均大于农民工感知的;从折线图走势来看,
各题项的得分存在一个梯度递增的趋势:“聊天、做邻居、一起工作、一起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做
朋友冶这六项得分较为接近,均值都大约在 2 以下,所反映出的社会距离也较为一致,而涉及

“与您家通婚、做亲戚冶时,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社会距离均明显增大,说明这在两群体心中均

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 本研究发现提醒我们注意,市民与农民工间社会距离的等级梯度并非

线性不变,可能会逐步转向了利益性、亲密性的领域,比如社区管理、通婚意愿等,而这正是需要

今后重点关注的新趋势。
(二)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设置了四个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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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和模型三,我们仅纳入了控制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二和模型四在社会经济变

量的基础上,增加了群际接触变量(见下表 2) 。
表 2摇 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
市民 农民工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性别(女性为参照) -0 . 361(0 . 323) -0 . 433(0 . 320) 0 . 551(0 . 398) 0 . 473(0 . 384)

年龄(以 80 前为参照) -0 . 705*(0 . 341) -0 . 699*(0 . 342) ——— ———

受教育年限 -0 . 115! (0 . 069) -0 . 070(0 . 069) -0 . 353***(0 . 071) -0 . 186*(0 . 081)

主观阶层地位 0 . 148(0 . 090) 0 . 193*(0 . 090) -0 . 359**(0 . 111) -0 . 295**(0 . 107)

社区参与 -0 . 234**(0 . 075) -0 . 486***(0 . 093)

居住环境(外地人多为参照)

摇 本地人多 -0 . 487(0 . 443) -0 . 948*(0 . 436)

摇 一样多 -0 . 955(0 . 650) -1 . 823**(0 . 595)

市民身份(出生就是非农为参照) -0 . 863*(0 . 351) ——— ———

农民工身份(新一代非随迁为参照)

摇 老一代 ——— ——— -0. 538(0 . 316)

摇 新一代随迁 ——— ——— -0. 794! (0 . 451)

常量 12 . 730***(0 . 921) 14 . 521***(1 . 058) 20 . 491***(0 . 830) 22 . 996***(1 . 026)

F 3 . 204* 3 . 795*** 14 . 590*** 12 . 042***

摇 摇 Adjusted R2 0 . 023 0 . 057 0 . 085 0 . 168

有效样本 368 368 442 442

摇 摇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 p<0 . 001,**表示 p<0 . 01,*表示 p<0 . 05,! 表示 p<0 . 1。

1 . 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模型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无论是否考虑群际接触变量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即受教育

年限与主观阶层地位均对其感知的社会距离作用显著,且影响效应一致。 具体表现为:受教育

年限越长,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 可能的原因在

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越好,能够弥补其处于弱势地位的心理落差,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平衡

感,在与市民的交往中也更加自信,假设 1 . 2 与假设 1 . 4 得到支持。 但对于市民而言,社会经济

地位的具体效应受到群际接触影响。 具体表现为:在不考虑群际接触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在

0 . 1 水平上通过检验,且为负值,而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教育程度高,则施予的

社会距离小些,可以理解为教育的启蒙性质会使得人们在看待社会上种种问题时,变得更加的

理性、客观;一旦考虑了群际接触变量,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而主观阶层地位在

0 . 05水平上通过检验,且为正值,这表明市民的主观阶层位置越高,施予的社会距离也越大,这
也与以往的研究呈现出了不一致,即底层因容易产生竞争,因而社会距离大,而高层因不产生竞

争,社会距离要小些 [9] 。 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农民

工进入城市往往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排挤市民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农
民工进入城市,也给城市的治理带来了许多的难题(治安、城管、环境、教育、住房等) ,这也难免

会在那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管理者或精英心中产生一种“厌恶冶的情绪。
2 . 群际接触的影响

对市民群体而言,加入群际接触维度后模型二的调整 R2由 2 . 3% 增至 5 . 7% ,这说明群际接

触提升了模型解释力。 其中,市民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假设 3 . 1 得到

支持。 而居住环境对市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对于市民而言,周围农民工的居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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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改善其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可能的解释是,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区本身互动与接触

就比较匮乏,邻里关系较为冷淡,且已不再是居民社会交往网与支持网的重要构成部分 [25] 。 从

经历与体验来看,市民的经历体验通过了显著检验,体现为与“出生就是非农户口冶的相比,“后

来转入非农户籍冶的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要小些,假设 4 . 1 得到数据支持。
对农民工而言,在添加了群际接触维度之后,模型三的调整 R2由原来的 8 . 5% 提升至模型

四的 16 . 8% ,表明群际接触同样能有效缩小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 与市民不同的是,居住环

境通过了显著检验,表现为农民工的居住地周围如果本地人多,他们自身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会

小些,接触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消减了交往中的距离感;此外,农民工社区参与

程度越高,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小。 尽管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和体验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但相比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随迁农民工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呈现出

负向的影响作用,表明这两类群体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会更小。
最后,从控制变量来看,性别在四个模型当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在市民模型中通过

检验,表明市民的年龄越大,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越大。 可能的解释是,早期第一代农民工

涌入城市,给城市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管理等方面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此外,二元对立体制

造成了市民与农民工之间深深的隔阂,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市民存在较大的异质

性,很容易在人们的想像中转化为城市居民难以接受的形象———肮脏、粗鲁、野蛮、不守规则,并
且危险 [6] ,年龄较大的市民对此体验得更为深刻。

(三)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市民与农民工间一般社会距离的各题项中,通婚是彼此距离感最大的子题项,也是群际

关系的最亲密领域,亟待重视。 为了进一步探究社会距离感知强度的不同,其影响因素的效果

是否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以通婚为因变量,因其是二分变量,因此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
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检验,模型结构同表 2(见下表 3) 。

1 . 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从市民的两个模型来看,当涉及到通婚这种距离感最强的项目时,主观阶层地位均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它的影响得以凸显,具体表现为主观阶层地位越高,与农民工通婚的意愿越

低。 劳曼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他指出社会分层与社会交往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亲密的关系

如婚姻、兴趣群体等都是建立在相同的阶层地位之上的 [19] ,正如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婚姻要讲

究“门当户对冶那样,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当,结亲才适合。 因此,阶层地位较高

的市民难以和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亲密的通婚关系。 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即
受教育年限与主观阶层地位均在农民工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检验,具体表现为受教育年限越长或

主观阶层地位越高者,觉得城里人与其通婚的意愿越高。 对农民工而言,在经济上获得高的成

就,才能弥补与市民的心理差距,只有地位同等或者地位距离缩小才会增加通婚的可能性。
2 . 群际接触的影响

模型六和模型八分别检验了群际接触维度对于市民和农民工通婚意愿的影响。 对于市民

而言,在添加了群际接触维度之后,模型五的 Cox&Snell R2系数由 0 . 056 增至模型六的 0 . 080,
涨幅仅为 2 . 4% ,表明这一维度对于提高模型解释力的贡献不大,其中社区参与与居住环境的

作用均不显著。 从市民生活经历与体验来看,模型六中模型解释力的贡献来源于生活经历与体

验变量,相比出生就是非农户口的市民,后来由农业转入非农户口的市民,更能接受农民工与自

家通婚,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有过农村生活或与农民打交道的经历和体验,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理

解更为深刻,心理上的排斥更小。
对于农民工而言,在增加了群际接触维度后,模型七的 Cox&Snell R2系数由 0 . 071 增至模型

八的 0 . 132,涨幅为 6 . 1% ,从增长的幅度来看,略高于市民 3 . 7% ,这表明,群际接触对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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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通婚意愿的效果更加显著:社区参与程度高,越觉得市民愿意与自家通婚;相比外地人

多,如果居住地周围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样多,农民工便觉得市民与其通婚的意愿高。 从农民工

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来看,相比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新一代随迁农民工更觉得市民愿意与自家

通婚,因为他们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上学与生活,也在侧面反映出其父辈或家庭在城市积累

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此外这种生活体验使得他们与同龄城里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
思维方式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因此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观念上,他们都觉得自己具备了与

城里人通婚的“资格冶 。
表 3摇 通婚意愿影响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变量
市民 农民工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性别(女性为参照) -0. 829***(0. 436) -0. 890***(0. 411) 0. 154(1. 166) 0. 151(1. 163)

年龄(以 80 前为参照) -0. 436! (0. 647) -0. 402(0. 669) ——— ———

受教育年限 -0. 060(0. 942) -0. 054(0. 947) -0. 142***(0. 867) -0. 081! (0. 922)

主观阶层地位 0. 124! (0. 967) 0. 137*(1. 147) -0. 220***(0. 803) -0. 203**(0. 816)

社区参与 -0. 051(0. 951) -0. 204***(0. 815)

居住环境(外地人多为参照)

摇 一样多 -0. 731(0. 482) -0. 775*(0. 461)

摇 本地人多 -0. 300(0. 740) -0. 076(0. 927)

市民身份(出生就是为参照) -0. 622*(0. 537) ——— ———

农民工身份(新一代非随迁为参照)

摇 老一代 ——— ——— -0. 377(0. 686)

摇 新一代随迁 ——— ——— -0. 633*(0. 531)

常量 -0. 024(0. 976) 0. 708(2. 030) 1. 641***(5. 159) 2. 821***(16. 786)

字2 21. 414*** 30. 575*** 32. 417*** 62. 344***

-2 Log likelihood 436. 860 420. 033 554. 658 522. 809

Cox & Snell R2 0. 056 0. 080 0. 071 0. 132

有效样本 374 368 441 440

摇 摇 注:(1)因变量通婚意愿以愿意为参照,括号内为 Exp( B) 值;(2 ) ***表示 p< 0 . 001,**表示 p< 0 . 01,*表示 p<
0 . 05,! 表示 p<0 . 1。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从总体上来说,市民和农民工两类群体的社会距离仍然是不对称的,相比较市民施予的社

会距离,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更大。 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首先,对于市民而言,
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距离并没有显著影响,但群际接触的作用显著,表现为社区参与度越高,
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的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小些;其次,对
农民工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与群际接触的影响均显著,表现为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

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 在群际接触的视角下,社区参与程度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

小;居住地周围本地人多,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小;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也很关键,相比

新一代非随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随迁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小。 最后,由通婚意愿的影响因

素分析发现,市民与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变量影响均显著。 但对市民而言,群际接触的其他变量

对其与农民工的通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群际接触虽然能改善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状况,
但在涉及到通婚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时,群际接触的作用有限。 相比市民而言,群际接触的其

他变量对农民工感知市民与其通婚意愿与否的作用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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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更大,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长期

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导致两类群体在各方面的异质性加大,市民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等

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而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农民工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

升能够缩小与市民的社会距离。 此外,位于城市边缘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也会受到城市的社

会排斥,拥有经济和权力强势的城市主流群体与作为边缘群体的农民工群体之间的社会张力,
强化了农民工的族群边界 [26] ,这也对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构筑起了难以穿透的社会屏障。 第二,
市民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并没有使其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产生显著影响。 可能的原因在

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社会包容度不断增加,市民对待事物和社会现

象的标准也变得多元化、理性化。 另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农民工)的进一步增加以及城镇化

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当达到一定人数之后,社会排斥会逐渐减弱,市民的心理也会逐渐适应 [26] 。
当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被逐渐打破、社会朝着一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时,农民工和市民之间

的融合之路也会变得更加平坦、顺利。
(二)相关讨论

1 . 社会距离如何来测量? 以往研究对社会距离的测量大多是通过题项累加或者因子分析

等方法。 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既要遵循一般社会距离,也要关注社会距离的梯度层次变化。
社会距离各指标的梯度等级并非线性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其中某些指标

可能变得平滑了,而另一些依旧存在。 在梯度变化的同时,我们需要对其他保留梯度领域予以

特别重视,也即群体之间距离顽疾的部分,比如带有利益性的社区管理,亲密性的通婚意愿,适
应新变化。

2 . 什么样的群际接触有助于缩小群际距离? 前述分析可以看出,群际接触对于缩小社会距

离效果更加明显,原因究竟是怎样? 新近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低地位群体中普

遍存在高地位群体偏好的现象 [27] ,研究者们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指出共时性歧视是解释上述

现象的核心,它是指各群体之间在群体地位的看法上达成了共识,每个群体对群体间关系都有

着正确感知 [28] 。 当低地位群体成员感知到的群际地位差异是稳定且合法时,会表现出明显的

外群体偏好。 因此,处于低地位群体的农民工,有着与处于高地位的市民群体的偏好,群际接触

的效果也就凸显出来了。
尽管本研究证实了群际接触对于改善两类群体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是否所有的社会接触和交往都会起到缩小社会距离的作用?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我们以市民群

体为例,若以累加题项得出的社会距离作为因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作用并不突出,表明多数

市民并不会因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来排斥农民工;而若以通婚这种亲密甚至涉及到私人家庭利

益的变量为因变量时,群际接触的效果就不显著了淤。 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群际接触和社会交

往都会带来缩减距离的积极效果,当涉及到个体私人利益以及敏感性问题时,群际接触所起到

的作用可能需要进一步来审视。
3 . 身份特征具有同情心作用。 先前身份特征作为一种对方(他群)体验与经历的代名词在

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间扮演着融合剂的作用。 对于新市民,曾经的农民身份;对于随迁子女,
城市化的孩子身份都为改善群际关系提供了新路径和可能。 鉴于本文的特殊发现(身份或他群

经历) ,需要特别关注“市民化(城镇化) 冶和“随迁子女入城冶的社会文化后果。 因为这些有利

于加强群际间的“同情心(共鸣) 冶 ,进而提升城市融合水平。
总体而言,在新形势下,对两类群体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对通婚意愿这一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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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群际接触要想达到积极的效果,必须满足四个最优条件,即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
际合作、制度支持(官方、法律、道德规范、社会传统支持和鼓励) 。 现实情况是,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不同的接触类型、接触

环境或场合,给接触带来的实质效果仍然较为模糊,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性领域的思考,将为我们缩小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促进融合提供了一些启示:在宏观层

面,要缩小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给予市民和农民工平等的身份地位和均等的公共服务。 同时也

要认识到群际接触对于促进群际融合的作用,因地、因时制宜地采取各种有效的群际接触形式,
扩大他们各自的社交网络,加大群际沟通与交流,消除彼此间刻板化印象;政府还应当创造条件

促进广泛的社区参与。 除此之外,还要在全社会倡导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体制

和理念,促进更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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